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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 
——基于社会资本重构视角的分析 

欧雪辉，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新时代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发展模式，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重构-乡村治理有效”

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效应及作

用机制。研究发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显著提高了农户对乡村治理的满意度，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后

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是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治理效应的有效路径。

因此，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需要建立以信任机制为基础，社会网络为载体，规范体系为保障的

制度路径。 

关 键 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治理效应；政治信任；政治参与；规范共享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5)04–0049–07 

 

The governance effect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reconstruction 

OU Xuehui，ZENG Fu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present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serving as an effective vehicle and crucial catalys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y.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social capital reconstruction-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micro-level data from the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CL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rural governance,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even after address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normative consensus 

constitute effectiv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re realized.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institutional pathways centered on trust-building 

mechanisms, supported by social networks and safeguarded by a normative system. 

Keyword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ural governance effects;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ormative 

systems 

 

 
 

一、引言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础。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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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到2035年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

代化①。近些年来，乡村治理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1]，农村面临空心化、

空巢化、老龄化等结构性困境，乡村治理陷入内生

权威缺乏和外生权威弱化的双重困境[2]。另一方面，

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

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

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3]。因此，如何促

进农村社会有效治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发挥农村基层

党组织领导作用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4-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

旨在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

转型升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以推进

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为重点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探索集体

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②。这是中央首次提

出“新型集体经济”概念。2018年，《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出台，要求深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③。

2024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指出，要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

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④。可见，

在政策层面已明确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能否激活村民自治制度？能否推进乡村有效

治理？ 
学界围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促进乡村治

理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促

进组织聚变，提升村级组织的领导力。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继承与创新，它有助

于完善村级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功能[7]，提升农

村集体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村级经济的独立性和

可持续性。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嵌于乡村社

会和乡土网络，具有联结多方主体的制度优势[8]。

通过与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合作，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在资源整合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纽带

作用[9]。二是带动农户参与，提升村级组织的公信

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激活了农户在乡村发展中的

主体性[10,11]。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严格的

程序规制了村级组织权力，赋予了农民更多参与权

利[12]，使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村庄的经济事务，增

强了集体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13]。同时，通过合

适的机制促成农民合作也是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的重要途径[14]。三是完

善利益分配，提升村级组织的向心力。一方面，随

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体量已初具

规模，增强了村级组织的经济保障功能[15]。另一方

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再分配为农户提供了公

共福利保障，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

置，弥补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16]。总的来看，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新时代我国农村改革

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创新模式，它通过整合村级资

源、提高集体资产的利用效率，具有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实绩实效和

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⑤。现有研究主要遵循

“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来论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的乡村治理效应，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组织

与群众互动的关注较少，更缺乏从“自下而上”的

群众视角来观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乡村治理的

影响。事实上，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群众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和认同[17]，这不仅是农

户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也是衡量基层治理能力的

重要指标[18]。为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分

析框架，重点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提高

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来改善乡村治理绩

效，以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村级组织由于资源

匮乏、管理能力不足，往往难以赢得农户的信任和

支持。不少学者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改

变这一状况提供了新的契机[19-21]。现有关于乡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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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研究中，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高度的

耦合性[22]，为此本文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社
会资本重塑-乡村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图1），

以更好地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区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的特殊资源，根植于社会内部关系网络，是解决

合作困境的一种有效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有助于重塑农村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效应。

具体而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信任联结、网络重塑和规范共享三个方

面。一是信任联结。信任是社会资本中最为核心的

组成部分，提升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资源可以促进乡

村治理共同体的营造。农村集体资产是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经济互惠强化了信任基

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叙事，重构了“集体-个
人”的关系认知。通过土地入股、利润共享等机制，

村民成为利益共同体，打破了个体“原子化”的困

境，形成了基于经济契约的信任纽带。此外，透明

化运作提升了村级组织的公信力。集体经济组织的

“四议两公开”制度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政府-村集

体-农户的委托代理关系趋向稳定，促进了个体对基

层组织的信任。二是网络重塑。社会资本只有嵌入

一定的社会网络才能发挥作用，培育“稠密”的社

区关系网络有助于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一方

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构了横向网络，集体经济

合作社成为村民议事平台，将分散的农户纳入组织

化协商体系，增强了横向社会资本的密度。另一方

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延伸了纵向网络，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搭建了“政府-市场-社
会”三元协作通道，优化了政策执行效率，增强了

纵向社会资本的协调度。三是规范共享。社会资本

理论中的规范是一种普遍互惠规范，所解决的是集

体行动中利己与利他均衡的问题。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通过规范化的章程（如成员代表大会制度、

财务公开制度、土地流转协议等）建立程序正义，将

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的人情纽带转向基于契

约和规则的现代治理。这一过程并非完全排斥人情，

而是通过契约精神划定行为底线、规范利益边界，从

而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

种公共治理资源，在高度社会关联的乡土社会中，

有助于打破固有的社会关系，重构信任、网络与规

范等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23]。在新

的治理秩序下，信任联结、网络重塑与规范共享可

以有效改善村级组织动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能

力，增强乡土社会的合作精神，为优化乡村治理奠

定了社会基础。同时，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村级

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提供了物质保障，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治理的有效性。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数

据资源平台公开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CLES）数据库。调查内容涉及农

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村

集体经济、土地流转和基层治理等信息。该数据库

覆盖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52个行政村，共计2 600个

样本农户，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方法进行

抽样。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

中各村人口占实际人口规模的比例，采用不等概率

抽样方法，每个城市抽取2个区县进行调研。然后依

据区县内行政村的数量比例，使用不等概率抽样选

取2个乡镇，并从每个乡镇中确定 1个行政村，共有

52个行政村被纳入调研。最后利用简单随机抽样的

方法，从各调研村中抽取50户农户作为样本。本文

利用2020年和2021年的调查数据，共涉及5 048个家

庭和100个村庄样本。在对数据进行清洗合并之后，

最终获得4 970个研究样本。 
（二）模型设定 

为研究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效果满意度

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𝐶𝐶𝐺𝐺𝐶𝐶𝐶𝐶𝐺𝐺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𝐺𝐺𝐺𝐺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  
          +𝜈𝜈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其中，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𝑖𝑖𝑖𝑖表示第𝐶𝐶个农户在第t年对于乡

村治理效果的评价，𝐶𝐶𝐺𝐺𝐶𝐶𝐶𝐶𝐺𝐺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𝐺𝐺𝐺𝐺𝑖𝑖𝑖𝑖为第𝐶𝐶个农户所在村

信任联结 

网络重塑 

规范共享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乡村治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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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第𝐶𝐶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𝛽𝛽1为衡量集体经济发

展水平对村庄治理效果评价的待估参数，若𝛽𝛽1显著

为正，则表明集体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效

果。𝑋𝑋𝑖𝑖𝑖𝑖为控制变量向量组，𝛽𝛽2为对应的待估参数向

量。𝜇𝜇𝑖𝑖为个体虚拟变量，以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

变动的因素对个人的影响，𝜐𝜐𝑖𝑖为时间虚拟变量，以

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𝜀𝜀𝑖𝑖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表示其他

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本文的因变量

为有序分类变量，因此采用Ologit模型进行估计。 

（三）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对乡村

治理的满意度。参考张会吉等[24]的研究，将农户对

于乡村治理满意度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满意、

一般、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1、2、3、

4、5。赋值越高，说明农户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满

意度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村集体

经济发展水平。借鉴栾健和张哲晰[25]的研究，本文

选取当年村集体经济的总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本文从个体、家庭两个层面设置控

制变量。其中，个体层面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

教育年限。家庭层面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和家

中是否有干部。并将标准误聚类在村一级。 

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政治信任、政治

参与和规范共享。政治信任主要通过农户对村干部

的信任程度来刻画。将“很不信任、比较不信任、

一般、比较信任和很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

5，数值越大，说明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

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26]，本文

采用样本家庭在本村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情况来刻

画农户的政治参与。若农户对村庄的认同感越强，

就越会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越可能参加投

票选举等政治性的集体活动。如果样本农户的家庭

成员参与了投票则赋值为1，如果没有则赋值为0。

规范共享选取“是否有村规民约”测量，村规民约

是村庄公共治理中制度规则的集中体现，是实现村

庄规范化治理的重要制度，其存在与执行情况直接

反映了村庄内部规范共识的形成情况[27]。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具体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乡村治理满意度 4 956 3.888 0.761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4 970 13.882 2.960 

户主性别 4 911 0.925 0.264 

户主年龄 4 970 63.024 10.693 

户主受教育年限 4 919 8.017 28.506 

家庭规模 4 970 4.124 1.811 

家庭收入(对数) 4 970 7.833 3.519 

家中是否有干部 4 967 0.153 0.360 

到最近高速路口距离 4 970 13.051 16.345 

村人均收入 4 970 9.909 0.589 

村庄人口 4 970 2 509.261 1 972.140 

政治信任 4 966 4.051 0.815 

政治参与 4 922 0.784 0.411 

规范共享 4 970 0.702 0.457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分别汇报了三种不同估计方法的回归结

果。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在混合回归、随

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均显著为正。列（1）混合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

单位，乡村治理满意度上升的发生比率将增加0.011

个单位。列（2）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集体经济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混合模型 
回归结果 

随机效应 
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011** 0.008* 0.016*** 

(0.0109 (0.010) (0.010) 

户主性别 
0.102 0.002 –0.127 

(0.022) (0.001) (0.117) 

户主年龄 
–0.011***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家庭规模 
–0.000 –0.000 –0.004 

(0.005) (0.001) (0.006) 

家庭收入 
0.021*** 0.009** 0.008** 

(0.010) (0.004) (0.004)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112 0.142 0.101 

AIC/BIC – 3 586.231/ 
3 663.924 

3 521.115/ 
3 598.847 

N 4 888 4 888 4 888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

类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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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乡村治理满意度上升的

发生比率将增加0.008个单位。列（3）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乡村

治理满意度上升的发生比率将增加0.016个单位。因

此，上述结果均说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提

升村庄治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回归系数

来看，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各个模型中

变化不大，表明无论是在控制不同的固定效应还是

在假设随机误差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的影

响都是稳健的。 

（二）内生性分析 

为尽可能避免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倾向得

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倾向得分

匹配方法是通过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以匹配农户

所在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因样本选

择偏误带来的估计偏差。具体来说，本文将集体经

济发展水平作为处理变量，通过Logit回归模型对农

户所在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倾向得分估

计，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将农户进行匹配。为了确保

实验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对照组（集体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其他特征上尽可能一致，本

文使用了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多种方

法来进行匹配。 
从表3可知，匹配前实验组的农户对乡村治理

满意度为2.034，而对照组为2.162，平均处理效应为

0.002，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t 值为1.670）。匹

配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满意度上的显著差异表

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与较低的村庄在

其他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匹配来减少这

些偏误的影响。匹配后，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2.034和2.150，

平均处理效应提高至0.003，并在 5% 的水平上显

著。半径匹配的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平均满意度依

然为 2.034，对照组为2.141，平均处理效应为0.003，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核匹配方法的结果与前两

种方法相似，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

2.034和2.145，平均处理效应为0.003，且在5%的水

平上显著。PSM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潜在的选择偏

误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依然显著，且各匹配方法的结果一致，具有较强的

稳健性。 

表3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匹配方法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值 

匹配前 2.034 2.162 0.002*** 0.001 1.670 

最近邻匹配 2.034 2.150 0.003** 0.001 2.000 

半径匹配 2.034 2.141 0.003*** 0.001 1.920 

核匹配 2.034 2.145 0.003** 0.001 2.000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

文选取县域内其他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

作为工具变量。因为县域内各村庄之间存在一定的

经济互动关系，其他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

地区间的带动效应或资源共享效应，间接影响村集

体经济发展，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

一方面，县域内其他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不直

接作用于本村居民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评价，这使

其在模型中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因此，

这一工具变量可以较好地消除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差。为此，本文利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2SLS）进行模型估计。从表4可知，在第

一阶段回归中，县域内其他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对目标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02，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该工具变量与集体经济发展

水平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统

计量为35.547，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工具

变量的强度较高，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第

二阶段回归中，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治理满意

度的系数为0.00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

进一步验证了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治理满意度的

正向影响，并说明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

总的来说，工具变量法的结果与倾向得分匹配的结

果一致，说明集体经济发展在提升农户对乡村治理

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 
0.003** 

(0.001) 

其他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002** 

–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弱工具变量检验 35.547*** – 

N 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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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制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政治信任、政治

参与和规范共享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作用。表5列（1）

结果可知，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

系显著为正。这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

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究其原因：一是集体经

济通过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使村干部

在乡村治理中展现出更强的领导力和服务能力，从

而增强了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二是村干部通过整

合资源和利用集体经济的收益改善民生，有助于提

升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公信力和威望；三是发展集体

经济为村干部提供了更多与外部资源对接的机会，

通过与政府、企业、乡贤等外部主体的合作，村干

部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表5列

（2）的回归结果显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

与之间显著为正。这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显著增强

了农户的政治参与。究其原因：一是集体经济的发

展有助于增强农户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意

味着农户更加愿意融入村庄的社会结构中，并积极

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治理；二是村庄认同感有助于

形成集体意识，进而促使村民合作共赢。这种集体

意识不仅促进了村民对村级治理的支持，还使得村

庄在面对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时更具凝

聚力。表5列（3）显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规范

共享之间显著为正，同样说明集体经济发展通过制

度建设促进了“规范共享”，进一步夯实了乡村治

理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推动了以村规民约、股份章程、土地流转协议为

代表的规范体系建设，使村庄治理从“关系型”“经

验型”逐步转向“契约型”“规则型”[28]。一方面，

集体经济组织依托正式的治理制度，如“四议两公

开”、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等，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议

事规则，增强了村民对制度执行的认同感[4]。另一

方面，财务公开、土地流转合同等制度化举措降低

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重塑了农户与集体、

与干部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了基于程序正义与规

范互惠的治理结构[29]。在此基础上，规范共享不仅

提升了村级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也增强了治理秩序

的可持续性与村民行为的内生约束力，从而实现了

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层耦合。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政治信任 政治参与 规范共享 

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001*** 0.003*** 0.002** 

(0.010) (0.004) (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888 4 888 4 88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社会资本重构-乡村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利

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实证分析

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显著提高了农户

对乡村治理的满意度，多种检验均验证了研究结果

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提高农户的政治信任、

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是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

村治理效应的有效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从社会资

本重塑角度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

应需要建立以信任机制为基础，社会网络为载体，

规范体系为保障的制度路径。为此，本文从三个方

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激活

内生动力。通过“三变”改革等制度供给，强化农

民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成员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明确村民对集体

经济发展中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形成“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成员代表大会审

议”的治理框架，强化村民对集体经济运作的信任

基础。二是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强化党建引

领作用。构建“党建+集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加

强村支“两委”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培

训提高村“两委”干部、党员和群众综合素质，大

力培养致富带头人，推动思想上提神增智，行动上

提质增效。三是构建“正式治理+非正式网络”的协

同治理模式。建立乡贤党建联盟，吸纳乡贤、技术

专家等外部人才建立集体经济发展顾问团，既发挥

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又激活非正式组织在集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中的“黏合剂”作用。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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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ontent_5402625.htm。 

②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

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③ 资料来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

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33

8.htm。 

④ 资料来源：《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h

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

2/content_7002798.html。 

⑤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

/content_6963770.htm?sid_for_share=80113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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